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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再认识
———从列宁到邓小平
张兴祥 洪永淼
内容提要: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同时，它又是“什
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已在这方面作了大胆
探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回归到列宁的逻辑起
点，并沿着相似的路径进发，既继承后者的思想，又大大超越后者。这些超越，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
也体现在实践层面。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对列宁和邓小平相关实践与理论探索所形成的思想发
展逻辑进行回顾和梳理，重新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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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下，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特
征。因此，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说，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同时，它
又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率
先从实践上进行大胆探索，对市场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可惜由于种种原因，
这方面的探索到斯大林时期就中断了。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
回归到列宁的逻辑起点，且比后者走得更远。他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计划与市
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作了重新思考，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
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出一条新路径，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问题。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
际，对列宁和邓小平相关实践与理论探索所形成的思想发展逻辑进行回顾和梳理，重新认识计划与市
场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列宁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
切具体情况。……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
表明。”( 列宁，1988) 在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的革命斗争中，列宁逐步形成了鲜明的实践论导向，即理论
正确与否，只能通过实践经验来检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他也经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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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资本主义诞生的一切文明成果，只要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有益，就值得“拿来”，于是，初生
的社会主义机体很大程度上兼容了“资本主义”的有益成分。可以说，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
建设社会主义”的看法，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 布) 宣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邦，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成为人民委员会( 政府) 的首脑。随后 1918－1921 年初又爆发了
国内战争，为了把仅有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于对付和战胜敌人，苏维埃政府实施了临时性政策，这
些政策被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余粮收集制、实物配给制、劳动义务制( 劳动军
事化) 、全部工业国有化以及国内贸易国有化。列宁最初的想法是，“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
的制度，我们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只是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
“不可能制定并实行一个包括和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统一的经济计划”，也就是后来斯大林实施的
计划经济( 列宁，1987a) 。不过，通过“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设想( 列
宁，1987a) ，一直没有从列宁的脑海里消失。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列宁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即将推行的社会主义经
济( 即计划经济) 与市场、商业有什么关系，他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绘的那一套模式进行操
作，包括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关闭市场①，等等。经过 3 年的实践，这种向共产主义
激进式的“直接过渡”最终宣告失败，它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苏维埃面临失去政权的威
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列宁承认: “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
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列宁，
1987a) 迫于严峻的现实形势，为了构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物质基础，1921 年春列宁不得不选择向资
本主义“退却”，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② 这种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
征的新政策，列宁称之为“新经济政策”，以便同之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区分开来。
( 二)“新经济政策”时期
“新经济政策”并非列宁深思熟虑后推出的政策，它本身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完善的产
物。实际上，列宁对市场作用的认识，也是通过实践逐步清晰、明朗的。刚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时，
列宁并不想放弃计划调节手段，所谓“退却”仅仅是恢复商品交换，也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
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 列宁，1987a) 。为
此，1921 年 5 月 28 日俄共( 布) 全国第十次代表会议所拟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特别
指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同时，决议草案还简单提及
要“研究市场”( 列宁，1987a) 。让列宁始料不及的是，商品交换竟然失败了，原因在于市场的惯性作
用，商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面对现实，列宁不得不再度进行反省。他这样问道:“什么是我们所不
知道的? 这项工作③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 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 列宁，
1987a) 在市场强大的引力下，商业、贸易和货币流通纷纷自动恢复其固有的功能，对此列宁是有先见
之明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熟悉市场、熟悉商业”( 列宁，1987b) 。实践经验告诉列宁，“新经济政
策”只能以市场、商业为基础。经过一番思考，他得出结论，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还需
要作进一步的“退却”:“我们退得还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不仅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
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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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1920 年 12 月，莫斯科苏维埃做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
时期该市场一度恢复，但 1932 年又被取缔。
“国家资本主义”指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
这项工作是指“新经济政策”。
恢复经济生活。”( 列宁，1987a) 至此，列宁对市场的态度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列宁的思想转变也充分
体现在 1921 年 12 月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上: “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
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 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
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 中共中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64)
当然，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却”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1921 年 11 月 16 日，列宁在
读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俄罗斯联邦的经济问题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一书第一分册的详细提
要后，致函作者，赞扬他的这本书，并建议对“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内容作些必要的补充，“说明新经济
政策并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 列宁，1987a) 。显然，在
列宁心目中，建立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上，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俄共
( 布) 的国家经济计划也在同步推进，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规划、生产计划、国家供应、拨款、调
节和监督等，编制了以大工业计划为宏伟蓝图的各项建设计划，包括电气化计划、燃料计划、运输计划
和工业计划，另外还制订粮食计划、财政计划和货币发行计划，等等。其中，有步骤、有计划地实现电
气化，被列宁视为当务之急。他主张让工会参与国家一切计划机关的工作，以便能够更广泛、更深入
地吸引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使他们更具体地了解国家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计
划和实现这一计划同工农的实际利害关系”( 列宁，1987a) 。不过，在列宁时代，各项计划只完成极小
的一部分，所以列宁在《关于国家经济“计划”的几点想法》中提出，“必须彻底改变这一现状”( 列宁，
1987a) 。他的意图很明显，要把计划经济做强、做大。
( 三) 计划与市场处于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新经济政策”时期计划与市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呢? 作为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反
对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一番言论刚好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由于我们处在非
常独特的制度下，在这里我们拥有无产阶级专政，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大工业，但同时又在市场的基础
上开展我们的全部经济活动，一方面存在市场，通过市场调节经济，另一方面存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还
有国家银行，它试图也应当对市场和经济过程发挥调节作用，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某些社会主义关
系和( 在更大程度上) 商品资本主义的非常复杂的结合。”①从苏俄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看，所谓“国家
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元结合体，而且从经济比重上看，前者小后者大。“社会主
义”部分体现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 即“拥有无产阶级专政”) ，以及可以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
计划统一实施大工业，实行“公有制”。“资本主义”部分则体现在允许商品经济和自由市场存在，实
行“私有制”。由于大工业基础薄弱，建设计划才刚刚启动，所以，正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的，苏俄
只能“在市场的基础上”开展全部经济活动，包括公有制企业在内也只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社会主
义的机体内，容许庞大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这是列宁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路可走。当然，对于这种“兼容”，列宁以为只是“暂时的让步”，一俟社会主义经济壮大起来，苏维埃
政权还可以转向“经济恐怖”，重新把资本主义占领的经济阵地夺回来。
二、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尽管社会主义实践一开始就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轨道上运行，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很容易被固化为教条。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上回归列宁的逻辑起点，并沿着相似的路径进发，既继承后者的思想，又大大超越后者。邓
小平不是经院式作家，其理论也不是非常严密系统的，但他的谈话式论述常常一语中的，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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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俄共( 布)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 年俄文版第 82－83 页。另见列宁( 1987) ，第 504 页。
与列宁一样，他也具有鲜明的实践论导向。而且，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他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
深化的过程: 第一阶段，在计划中大胆引入市场，允许市场存在; 第二阶段，计划为主、市场为辅; 第三
阶段，不再提计划为主，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最终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筚
路蓝缕，必须具备穿越迷雾的历史眼光，才不会为形形色色的“理论”所左右。站在改革开放的潮头，
邓小平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到事关经济发展成败的高度来审视: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
决? 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邓小平，1993)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
的几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一直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探索，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确立初期就开始了。1956－1957
年和 1958－1959 年，有关商品货币关系以及价值规律问题，国内学界曾掀起两次大讨论，孙冶方、薛暮
桥、顾准和于光远等著名学者都参与其中，他们都是支持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人民公社
化时期，毛泽东也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社会
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认为不能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 毛泽东，1992) 。在
1958 年 11 月郑州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那些急于废除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他认为社会主义
也可以有商品生产，全民所有制也需要尊重价值规律，实行商品等价交换。他批评那些向往共产主义
的人，一心想把商品生产消灭掉，他们“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
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
性。……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
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毛泽东，1999)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
探索后来没有继续下去，但毛泽东有关商品生产属性的论述，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
要思想来源之一。邓小平对市场本质属性的判断，其逻辑与毛泽东如出一辙: 计划与市场都是方法，
都可以利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就是社会主义的; 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就是资本主义的 ( 邓小平，
1993) 。
( 二) 改革开放初期
1956 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开始全面模仿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文革”十年，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固化、僵化乃至异化尤为严重。改革
开放初期，邓小平面临的境况与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时简直毫无二致，许多人都把市场经济视为社
会主义的“对立物”，把有市场经济思想的人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对“商品”、“市场”之类敏感的词语
讳莫如深。不过，一些学者仍大胆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重提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
系，以及价值规律的作用。于是，围绕着计划经济要不要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什么范围以及在多大程
度上结合、用什么方式结合等问题，国内理论界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改革思路。第一种思路强调商
品经济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是商品经济，其次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二种思路强调计
划经济的作用，认为计划经济或计划调节，应始终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张卓元，1988) 。前
者不妨称之为“市场派”，后者不妨称之为“计划派”。“市场派”主张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其路径取
向是市场经济，“计划派”则主张完善计划机制，改善宏观经济调控，其路径取向是计划经济。
正是在上述理论论争背景下，邓小平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为改革开放“破冰”和“开
闸”。他复出后的谈话中，频频出现了“商品”、“市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字眼。列宁的
“新经济政策”进入他的视野，受到他的赞许( 邓小平，1993) 。为了把中国这艘巨轮引到正确的航向，
邓小平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作了重新
思考，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早在 1975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就提到
了“出口商品的包装问题”，认为“要好好研究一下”( 邓小平，1994) 。1979 年 10 月 4 日，邓小平在《关
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一个工厂如何发展生产，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如何改革经营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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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打开市场，……这样来讨论问题，解放思想，效果会好得多。”( 邓小平，1994) 在这个阶段，他把“商
品”和“市场”概念引入传统的计划经济，开启“试水”之旅。1979 年 11 月 26 日，在同加拿大麦吉尔大
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的谈话中，邓小平这样回答前者的提问: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
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
本主义。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
封建社会时期就已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1994) 次年 5 月 31 日，在《关于农村
政策问题》上，邓小平又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约化
就会变成高水平的集约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邓小平，1994) 。至此，构成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基本部件的一系列概念，相继进入邓小平的话语体系。需要说明的是，“商品经济”比“市场经
济”的外延广，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市场化的商品经济。但若不特别指出，二者的概念内涵
是基本一致的。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
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把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1993) 。关于计划与市
场，邓小平的认识也是随着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谈话中还提
“以计划经济为主”，或至少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可以“并驾齐驱”，但到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他就不再提“以计划经济为主”了，在他的路线图中，计划经济已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事实上，这是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壮大的客观反映，邓小平采取的无疑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策略。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的思想变成全党共识，进入中央文件，化为国家意志，在
实践上加以推动和实施，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1978 年 7－9 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
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会上出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
1980 年 9 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薛暮桥为主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 以
下简称《初步意见》) ，明确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主张。《初步意见》在党内决策最高层未
形成共识，因而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其后，包括薛暮桥在内主张“有计划商品经济论”或“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论”的观点，遭到有组织的批判。1981 年 11 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决议把“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论述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次年 2 月，国务院体改办草拟了《经济体制
改革总体规划》，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表述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
并存、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计划经济制度”，把“商品经济”字眼拿掉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在计划与市
场的问题上也仍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补充”的原则。直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局面
才被打破。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理论界多年的争论作了总结，并以党的决议的形式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
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对《决
定》作了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出，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半商品经济”理论的否定，
为中国改革确定了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前进方向。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并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体现市场导向的改革总方针。
( 三)“南方谈话”前后
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一场政治风波。其后又发生一连串重大国际事件，包括柏林墙倒塌、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计划派”再次把计划和市场同基本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
来。1990 年 2 月，“计划派”在《人民日报》刊发了系列文章，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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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把改
革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范畴混淆了”，“甚至改变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计划
派”力图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取代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我国改革目标的提法。
1991 年年初，“市场派”在《解放日报》发表系列文章予以回应，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与此同时，
“计划派”又撰文予以反驳。你来我往，争论再起硝烟。
就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国人对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处于迷茫之际，邓小平以 88 岁
高龄迈出了南方视察的步伐。他科学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
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 江泽民，1997) 。在 1992 年春的南方谈话
中，他提出判断姓“社”姓“资”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同时，还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
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论断( 邓小平，1993) 。南方谈话的核
心思想，就是必须坚持党的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任何重回计划经济老路的想法都是危险的。南方
谈话不仅对当时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为半年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做了
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张爱茹，2013) 。可以说，南方谈话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改革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实现了一次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
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2017a) 。市场经济从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
逐渐转变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发挥决定性作用，反映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随着中
国经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三、邓小平对列宁的超越
列宁和邓小平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加以创新发展。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或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邓小平继承了列宁的思
想，但更重要的是超越。邓小平对列宁的超越，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也体现在实践层面。时至今日，
这些超越仍具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一) 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
终其一生，列宁一直把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只是出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
同时也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才不得不选择“暂时性的退却”，允许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
存在并占主体。但他也因此陷入了一种悖论或理论困境: 在现实中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合理的东
西，在理论上似乎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 而在理论上看来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在现实中却
是行不通的( 左亚文，2002) 。邓小平突破了列宁的理论困境，仅仅把市场经济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
而不是社会本质属性，因而可以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正因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方法或手段，所
以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学习和采用资本主义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社会主义用这
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邓小
平，1994)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
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1993) 。这些新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
本里是找不到的。
( 二) 将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剥离开来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通过建立以“计划调节”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彻底消灭剥削、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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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并消除由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用他们的话说，当人们理解了生产力的本
性并按这种本性来对待它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
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 。之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被归结为
“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一“三位一体”模式。事实上，列宁本人对计划经济也是深信不疑
的。1922 年 2 月 16 日他给美国著名学者、电工学家查理·普·施泰因梅茨的信中说到，资本主义必
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替代，“这种新制度将对经济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并且在全国电气化的基础上保
证全体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 列宁，1987b) 。在列宁看来，“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
基础”，而大机器工业( 现代化工业) 便是实现全国电气化( 列宁，1987a) 。只要大机器工业成型，那么
实行以“计划调节”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有“本”可依，社会主义就回归“正统”了。斯大林执
政后，为加快国家工业化步伐，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同时建立起与之相对应的高度集中的
经济体制———指令性计划经济，其实正是遵循列宁的上述思路。邓小平敢于突破马克思主义传统理
论的条条框框，不仅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而且又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剥
离开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仅仅视为方法或手段，不再成为判断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标尺。计划
经济逐渐淡出世界舞台，最终让位于市场经济，也就无关制度性质的宏旨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很长
一段时期的实践，计划经济思想在一些人的脑海里早已根深蒂固，如果不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辨
析清楚，就会陷入一种悖论。所以，邓小平这一理论突破意义非凡，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它
廓清了长期以来人们在社会主义认知上的迷思。
( 三) 消除意识形态上关于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对立
由于列宁未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相反地，继续让它带着“资本主义”( 如“国家
资本主义”概念) 的标签，这势必在意识形态里，使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存在，从而造成思
想认知的混乱。尽管列宁一再强调，“新经济政策”是向农民做出经济上的让步，它“应当以无产阶级
的利益为准绳，也就是说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共产主义道路”( 列宁，1986) ，但客观上，这种
承认社会主义机体里容纳了资本主义的做法，实在无法打消人们心头的疑虑———在一般人看来，任何
与市场相关的机制的复活，无疑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对于“新经济政策”，不要说孟什维克和社
会革命党人，当时许多俄共( 布) 党员、红军战士和工人都持批评态度( 左凤荣，2018) ，上文普列奥布
拉任斯基的言论，就颇具代表性。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列宁意识深处仍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
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列宁逝世后，俄共( 布) 高层对“新经济政策”仍未达成共识，原因就在于它
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有了前车之鉴，邓小平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时，首先要解决的是意识形
态日渐固化的认知问题。基于历史视角，他论证了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可以有。邓小平的理论突破，避免了
意识形态上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对立。虽然改革开放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创
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但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采取“不争论”的方针从容应对。①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邓小平的“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折腾，避免把时间耗费在无谓的论争
上，而让实践去做出回答。
( 四)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审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放到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来审视，才能把一些问题讲清楚，对
此，邓小平与列宁不谋而合。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理论观点虽有相似之处，但又存在分野，特
别是路径取向上。
在国家的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型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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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话如下:“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
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详见邓小平( 1993) ，第 374 页。
甚远，列宁心里非常清楚，不能什么都照搬照抄。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就明确指出，旧的经济形式仍占
支配地位，苏俄建立的充其量只是“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① 在列宁的话语系统中，所谓“初级形式
的社会主义”，是与“发达的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②它是指俄国在小私有制、小农业、小经济占优势
的现实条件下必须经历的特殊过渡阶段( 徐崇温，1999) 。为了给新生的苏维埃确立历史坐标，进一步
地，列宁又把共产主义分为“低级”、“中级”和“最高”三个阶段，并着重指出，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是
“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③ 在《国家和革命》( 1917)
中，列宁曾用“社会主义”来指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 列宁，1985) ，因此，当时
俄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 年 8 月 29 日，邓小平在会见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
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邓小平，1993) 不难看出，对于共产主义的历史分期以
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邓小平与列宁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二者存在差异的
话，那么主要体现在理论的系统性以及彻底性上。
由于受限于俄国刚刚展开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列宁虽提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
义最初阶段”的概念，但他并没有系统地加以论述，尤其是没有意识到通过市场经济来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由之路，他没有真正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市场经济联结起来
考虑。从思想倾向看，列宁并未完全摆脱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一套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计划”
在他脑海里仍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他之所以在经济方面向资本主义“退却”，恢复市场机制，是权宜
之计。在“新经济政策”推行过程中，他一边搞国家资本主义，一边仍按计划马不停蹄地加快大机器工
业建设步伐，原因很简单，后者是实施计划经济的物质基础。1922 年 3 月 22 日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
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他就宣布经济上的“退却已经结束了”( 列宁，1987b) 。一俟社会主义经济部
分壮大起来，一俟大机器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列宁很可能就会像后来的斯大林一样，毫不犹豫地推进
计划经济，只是，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而已。基于这样的逻辑推断，我们认为，列宁转向市场经济
是不可能彻底的。真正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弄清楚，从历史发展阶段来审视市场经济的作用，是以邓
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与列宁不同的是，邓小平转向市场经济，从策略上看，是完全主动的。邓
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实现现代
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 邓小平，1993) 。这个中心任务是同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主
要矛盾，必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脱贫，从“站起来”跨越到“富起来”。而解
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显然不能依靠传统的计划经济，因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均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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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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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 布) 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中，列宁指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
在于“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
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而“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形式的
可能性。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
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支配地位”。详见列宁( 1986) ，第 36－37 页。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中，在谈到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很高的薪金时，列宁指出，“从已经是
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获得比工人阶级的优秀阶层高得多的劳动报酬，是根本不公平
不正确的”，但在现实条件下，又不得这样做，因为资产阶级专家可以帮助工人阶级学习最新的、最完善的生产方法，按
新的原则组织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详见列宁( 1985) ，第 129－130 页。
1920 年 4－5 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又说:“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
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在德国) 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和中级阶段。”详见列宁( 1986) ，
第 24 页。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搞纯粹的计划经济不可能取得成功。社会主义要在生产力方面超越资本
主义，必须而且只能通过市场经济途径来实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旦确立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是
发展社会生产力，即生产力标准，那么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由原先是否存在矛盾对立变为权衡
取舍的问题。换句话说，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计划与市场是否可以兼容
的问题，而是谁能够更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当计划经济被实践证明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这一结论便不言而喻了。
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列宁并未放弃计划经济的想法，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邓小平坚
定不移地走市场化道路。从时间上看，列宁转向市场，属于临时性的“退却”，他对具有过渡性质的初
级阶段的估计，也是比较短暂的，只有 10－20 年。邓小平对初级阶段作了充分的估计，认为初级阶段
是长期的，至少要用上百年时间，整个初级阶段都不能偏离市场经济路径。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传统计
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上的失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效，使他坚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正确的。
( 五) 从动态变化视角来考察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在两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实践遭受同样的挫折，列宁与邓小平都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论证了计划与市场的兼容性。他们均以动态的眼光
看待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二者的逻辑起点相同，落脚点却大异其趣。列宁的落脚点是生产关系，
也就是说，他更倾向于从生产关系角度来定义社会主义。在他那里，市场不过是促进计划的一种手
段，市场的作用也是服务于即将“宏图大展”的计划，市场的引入表面上看似乎是社会主义的一种“退
却”，但其最终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现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化”。在列宁的设想中，随
着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壮大，计划将由“次”入“主”，市场则由“主”变“次”，直至被计划完全取代，实
现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原型意义的生产关系。而邓小平的落脚点是生产力，也就是说，他更
倾向于从生产力角度来定义社会主义。在他那里，市场和计划都是发展生产力的工具，谁占主导地
位，应以何者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旨归。从已有的历史经验看，市场的促进作用更大，所以计
划逐步让位于市场，计划逐渐成为促进市场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在邓小平的设想中，由于社会主义尚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是第一位的，“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为了利用后发优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将由“次”入“主”，计划则由“主”变“次”。我们知
道，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资源由政府以行政方式有计划地配置，计划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
而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由市场机制以市场方式进行配置，计划经济意义上的“计划”已不复存在。取而
代之的是发展规划，但也仅在国家战略导向和宏观调控层面发挥作用。
在邓小平看来，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搞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
么，因此，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思想，成为贯穿邓小平“发展逻辑”的一条主线。他多次批
评“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阿 Q 式“精神胜利法”的社会主义主张，
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1993) 。这里最基本的仍然是生产力，因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
生产力。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归根结底是生产力标准，基于这一标准，凡是一切能促进
社会主义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为我所用，计划和市场本质上是发展生产力的两种方
式而已，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与此同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体现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脱离生产关系的条件而单纯谈生产力发展，还必须谈共同富裕，因而邓小平将
共同富裕同公有制问题结合起来。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眼中的公有制与列宁有所不同，前者不是把
它当作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来讲的，而是当作发展生产力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条件来讲的。既然公有
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条件，那么毫无疑问，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所占比重多少，最终都应视生产力的发
展状况而定，其衡量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综上，邓小平的“发展逻辑”，真正体现了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他对列宁的历史性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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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列宁和邓小平是 20 世纪具有广泛世界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两个人均集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
军事家、改革家和实践家等于一身。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成果，给后人留下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列宁是在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遭遇失败后恢复市场机制的，而邓小平是在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遭遇失败后转向市场经济的，二者殊途同归，英雄所见略同。今天我们对改革开放
40 周年进行回顾和展望，就是重温这段并非一帆风顺的改革历史，弄清改革道路为什么必须这样走，
今后如何继续走。从列宁、邓小平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 1)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缺乏这
个必要条件，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都会招致挫折或失败。中苏正反两方面的实践
经验表明: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而应当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 不能机械地理解并死守马克思恩
格斯的个别结论，必须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发展。因为，任何真理都具有相对性，其反映的对象是有
条件的、有限的，且受到人类认识水平、实践水平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理论都无法做到一劳
永逸，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社会主义的实践一天不停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就不
会终结。
( 2) 计划经济逐渐让位于市场经济，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
然结果。拿中国来说，40 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因素是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解放，创新源泉才能充分涌流，汇聚起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的强大
合力。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如果思
想不解放，一切从本本出发，因循守旧，创新的活力就会枯竭，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就会陷于停滞。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提前结束。习近平在十大九
报告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习近平，2017a) 。基本
国情没有变，那么必须确保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像邓小平谆谆告诫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
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1993) 。习近平也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
线，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
基本点”( 习近平，2017b) 。市场导向的改革，仍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随着中国的
全方位开放，我们应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和内在规律，以便使我们制定和
实施的方针政策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确保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 4)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淡出历史的舞台，传统视域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演变为宏观调控与
微观搞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市场万能论”或“政府全能论”，要么导致市场失灵，要么导致政府失灵。但市场“看
得见的手”与政府“看不见的手”如何配合，以进一步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仍然是一个有待通过实践不
断探索的现实课题。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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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of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Market:
From Lenin to DENG Xia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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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market is essenti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and market e-
conomy． Meanwhile，it is also a core issue of“what is socialism and how to build socialism”． Lenin had made bold explor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is question when he implemented the“New Economic Polic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Deng Xiaop-
ing returned to the starting point of Lenin's logics on“what is socialism and how to build socialism”and proceeded along a sim-
ilar path． He inherited the latter's thought and greatly surpassed him． These transcendences are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ory but
also in practi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it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view the logic of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formed by Lenin and Deng Xiaoping，and to bring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market back in view．
Key Words: planning; market; Lenin; Deng Xiaop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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